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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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與人類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對人類活動有著巨大的制約作用。近年來，隨著環境問題的凸現，與之相關的邊緣學科不斷湧現，人們在思考當今環境問題的同時，試圖通過對歷史時期環境狀況的研究來探尋環境變遷的規律，進而服務於當今社會。在這種情況下，環境史學在原有研究的基礎上有了長足的進步。

一、關於諸環境要素的歷史變遷

(1)氣候變遷。繼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後，氣候變遷的研究成果斐然。龔高法、張丕遠、張瑾瑢等指出仰韶時期普遍較現今溫暖，相應 的氣候帶較現在偏北；歷史時期亞熱帶的北界，在最溫暖時曾達到華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時期卻移至長江以南(《歷史時期我國氣候帶的變遷及生物分佈界限的推 移》，《歷史地理》第五輯)。倪根全認為歷史時期氣候變遷造成了我國北方濕潤區和半濕潤區由北向南的退縮，使得我國農業地區不斷南退，這也是我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論氣候變遷對中國古代北方農業經濟的影響》，《農業考古》1988年第1期)。滿志敏《唐代氣候分期及各期氣候冷暖特徵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紀中葉為轉捩點，把唐代氣候分為兩個時期，認為從七世紀初至八世紀中葉，氣候冷暖特徵與今相近，而八世紀中葉至十世紀中葉氣候轉寒，氣候帶要比現代南退一個緯度(《歷史地理》第八輯)。吳宏歧從唐長安馴象的史實入手，對滿志敏的上述觀點予以反駁，認為其論斷不足以否定隋唐溫暖期的存在，而傳統的關於隋唐溫暖期的劃分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唐都長安的馴象及其反映的氣候狀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96年第4輯)。滿志敏還就歷史時期黃淮海平原的氣候特徵進行了探討(《黃淮海平原仰韶溫暖期的氣候特徵探討》、《黃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葉的氣候冷暖 狀況》，《歷史地理》第十、十一輯)。鄒逸麟對明清時期北方氣候進行了研究(《明清北部農牧過渡帶的推移和氣候變化》，《復旦學報》1995年第1期)。 何業恒分析了近五千年來華南地區的冷暖變化情況(《近五千年來華南氣候冷暖的 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1輯)。王開發、韓昭慶就歷史時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氣候狀況進行了探討(《根據孢粉組合推斷上海西部三千年 來的植被、氣候變化》，《歷史地理》第六輯；《明清時期太湖流域冬季氣候研究》，《復旦學報》1995年第1期)。藍勇和於希賢則就西南地區的氣候變遷進 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國西南歷史氣候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輯；《蒼山雪與歷史氣候冷期變遷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96年第2期)。

(2)海陸變遷。李元芳分析認為：西漢黃河三角洲範圍以孟村為頂點，自西向東北方向發展，其沉積特徵與近代黃河三角洲相似(《西漢古黃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學報》 1994年第6期)。張忍順指出，近岸沙州並岸是江蘇濱海平原成陸的重要特徵，十五世紀末黃河奪淮入海給江蘇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並岸造成了巨大影 響(《歷史時期的江蘇岸外沙州及其演變》，《歷史地理》第八輯)。張修桂、陳金淵分別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區的成陸過程(《上海地區成陸過程概述》，《復旦 學報》1997年第1期；《南通地區成陸過程探索》，《歷史地理》第三輯)。景愛探討了科爾沁地的形成過程(《科爾沁地的形成過程及其影響》，《歷史地 理》第七輯)。馮季昌等則全面系統地描繪了科爾沁河地經歷的四個變遷階段(《論科爾沁河的歷史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3輯)。劉德岑撰 文探討了梁山泊的淤平過程(《從大野澤到梁山泊》，《西南師大學報》1990年第2期)；鄭寶恒等則就連雲港市的水陸變遷進行了研究(《連雲港市的水陸變 遷》，《歷史地理研究》第二輯)。此外，林汀水、張修桂還探討了海岸線的變遷(《遼東灣海岸線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2輯；《金山衛 及其附近一帶海岸線的變遷》，《歷史地理》第三輯)。

(3)沙漠與沙漠化。李淼在《對歷史時期烏蘭布和沙漠成因的幾點認識》一文中指出， 烏蘭布和沙漠屬於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漢代以後形成和發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陳育寧考察了鄂爾多斯地區沙漠化形成和發展的過程，認 為自秦漢以來的過度開墾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為因素(《鄂爾多斯地區沙漠化的形成和發展述論》，《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他又探討了寧夏地區沙漠化的情況，認為乾旱多風，近百年來氣候幹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 素(《寧夏地區沙漠化的歷史演進考略》，《寧夏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景愛、馬正林也對引起沙漠化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木蘭圍場的破壞與沙漠 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2輯；《人類活動與中國沙漠地區的擴大》，《陝西師大學報》1984年第3期)。李並成從敦煌文書中發現了古代瓜 沙二州間的一塊綠洲，並探討了這塊綠洲的沙漠化過程(《瓜沙二州間一塊消失了的綠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還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綠洲沙漠化 區域的分佈特點和結構特徵(《河西走廊漢唐古綠洲沙漠文化的調查研究》，《地理學報》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變遷。對於歷史時 期植被變遷史的研究，史念海貢獻最大。他認為黃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區在遠古之時森林相當茂密；黃河中上游可以稱道的森林亦不少；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當 普遍；東北地區直到清代尚極繁多(《論歷史時期我國植被的分佈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3期；《歷史時期森林變遷的研究》，《中國曆 史地理論叢》總第6輯)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國天然植被分佈概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總第6輯)和《歷史時期我國東北地區的植被變遷》(《中國歷史地 理論叢》1992年第4輯)兩文深入分析了歷史時期植被的更替情況。文煥然、周雲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別探討了歷史時期新疆、秦嶺、塞外承德及淩源的森 林變遷(《歷史時期新疆森林的分佈及其特點》，《歷史地理》第六輯；《秦嶺森林的歷史變遷及其反思》，《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1輯；《塞外承德 森林歷史變遷及其反思》，《河北學刊》1986年第2輯；《淩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災害》，《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時期黃土高原植被與 環境》一文指出，明清時期黃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類的破壞比以前任何時期都嚴重(王守春主編：《黃河流域地理環境演變與水沙運行規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 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貴樹種，藍勇認為先秦時期楠木的分佈比現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時以今四川為多；明清時期由於採辦皇 木，加之氣候趨冷，楠木資源日漸枯竭(《歷史時期中國楠木地理分佈變遷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4輯；《明清時期的皇木採辦》，《歷史研 究》1994年第6期)。我國古代黃河流域盛產竹子。文煥然指出華北西部歷史上栽培竹林的分佈呈面積大小不一，不連續的斑點狀，漢代以前最北分佈似在 40°N，現今似在36°N(《二千多年來華北西部經濟栽培竹木之北界》，《歷史地理》第十一輯)。

(5)野生動物的變遷。關於歷史時期動物的研究，何業恒成果頗豐。他先後出版了《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湖南科技出 版社1993年版)、《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珍稀獸類(Ⅱ)的歷史變遷》(湖南師大出版社1996年版)、 《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栖類和鳥類的歷史變遷》(湖南師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認為我國歷史時期金絲猴的地理分佈遠比今天為廣；我國是曾見朱鹮數量最 多，分佈最廣的國家；而大熊貓的地理分佈範圍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又縮小的變化過程；到十八世紀平原地區的華南虎相繼絕跡；歷史時期我國三種麝的分佈範圍遠 比當今廣；而揚子鰐由於氣候變化、棲息環境的破壞以及人類的亂捕濫獵，分佈北界不斷南移(《試論金絲猴的地理分佈及其演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91年第4輯；《論試朱鹮地理分佈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3期；《試論大熊貓的地理分佈及其演變》，《歷史地理》第十輯；《試論 華南虎在長江三角洲的絕跡》，《歷史地理》第十一輯；《中國麝地理分佈的變遷和麝香生產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壽辰學術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2月；《揚子鰐在黃河中下游的地理分佈及其南移的原因》，《歷史地理》第十五輯)。裴修碧、文煥然分別探討了歷史時期揚子鰐、野馬野驢的分佈變化(《上古 時期揚子鰐分佈地域考》，《安徽史學》1996年第3期；《歷史時期中國野馬野驢的分佈變遷》，《歷史地理》第十輯)。文煥然、王振堂、藍勇對野生犀象的 歷史變遷進行了考察(《再探歷史時期的中國犀象分佈》，《思想戰線》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國滅絕與人口壓力關係的初步分析》，《生態學報》 1997年第6期；《歷史時期中國野生犀象分佈的再探索》，《歷史地理》第十二輯)。此外還有劉洪傑《中國古代獨角動物的類型及其地理分佈的歷史變遷》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4輯)等。

(6)水文的變遷。對黃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變遷研究的重點。鄒逸麟的《千古黃河》一書是繼岑仲勉《黃河變遷史》之後的又一研究黃河的力作，是學術界有關黃河研究的最新總結(香港中華書局1990年5月版)。譚其驤等老一輩歷史地理學家認為黃河在東漢以後800餘年間長期處於安流狀態。趙淑貞、任伯平對此提出了疑議。他們認為決 溢次數的多寡並不等同於洪水泥沙的多寡，東漢以後黃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導致“安流”局面的因素(《關於黃河東漢以後長期安流問題 的再探討》，《地理學報》1998年第5期)。徐海亮《歷史上黃河水沙變化的一些問題》一文推測黃河在歷史上的水沙變化可能存在更為宏觀的環境背景(《曆 史地理》第十二輯)。史念海探討了黃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圍諸河流的流量變化(《黃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2 輯；《論西安周圍諸河流量的變化》，《陝西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譚其驤、張修桂分別探討了海河水系分合離聚的歷史過程(《海河水系的形成與發 展》，《歷史地理》第四輯；《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變的過程》，《歷史地理》第十一輯)。此類文章還有鄒逸麟《歷史時期華北大平原湖沼變化變遷述略》(《曆 史地理》第五輯)；朱玲玲《明清時期滹沱河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1輯)；林汀水《遼河水系的變遷與特點》(《廈門大學學報》 1992年第4期)。

長江江流的清濁變化引起了周宏偉的關注，他認為歷史時期長江幹流出現過九次較為明顯且持續時間較長的清濁變化，而人 類活動和氣候變遷可能是造成清濁變化的主因(《歷史時期長江清濁變化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4期)。對於河道變遷的研究有助於推 動長江研究的開展。中國科學院地理所編寫的《長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變》一書是一部關於長江中下游河道演變的綜合性論著，該書詳細論述了全新世以來長江 中下游河道的變遷情況(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張修桂撰文討論了長江中游河床的演變過程，為三峽工程提供了背景資料(《長江宜昌至城陵磯段河床歷史演 變及其影響》，《歷史地理研究》第二輯；《近代長江中游河道演變及其整治》，《復旦學報》1994年第6期)。周風琴對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荊江的歷史變遷 進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區河道變遷與人類活動中心的轉移》，《歷史地理》第十三輯)；《荊江歷史變遷的階段性特徵》，《歷史地理》第十輯)。張修桂推翻 了荊江百里洲於十六世紀由水流切灘形成的說法，認為其演變過程是以漸變為主要形式(《荊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歷史演變》，《歷史地理》第八輯)。滿志敏對黃 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進行了分析(《黃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復旦學報》1997年第6期)。

(7)災害史。請參見蔔鳳賢《中國農業災害史研究綜論》(《中國史研究動態》2001年第2期)，此不贅述。

二、關於環境史的綜合研究

(1)對環境的綜合評價。朱士光通過對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分佈及目前殘存的植被的考察，對歷史時期農業生態環境變遷作了初步探討(《歷史時期農業生態環境境變遷初探》，《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則分析了 歷史時期甘肅的環境變遷(《歷史時期甘肅黃土高原的環境變遷》，《歷史地理》第八輯)。李民《殷墟的生態環境與盤庚遷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態環境是 盤庚遷殷的重要原因(《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國時期京津唐地區的環境變遷研究》(陝西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書探討了京津 唐地區金到民國時期的環境變遷。此類文章還有徐海鵬《北京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的地理環境》(《北京大學學報(專刊)》1992年7月)、於希賢《北京市曆 史自然環境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95年第1輯)、趙永複《歷史時期黃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環境變遷》(《歷史地理研究》第二輯)、張寶秀《灤河潮河中上游地區三百年來自然環境的變過 (《環境變遷研究》1996年第5輯)、高俊虎《三百年來承德地區地理環境演變趨勢初探》(《乾旱區研究》1998年第2期)、張自強《江海平源的自然基 礎和先民文化之探討》(《東南文化》1996年第1期)、馬強《蜀道地帶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成都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關係研究。90年代以來，人們在加強對環境諸要素研究的同時，也開始探尋人類活動對歷史環境的影響。鄒逸麟在1998年長江洪災過後撰文呼籲：現在應該靜下心來，實事求是地研究迄今為止的我國全部人地關係發展的歷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關於加強人地關係歷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報》1998年11月6日)。韓茂莉則對歷史時期黃土高原人地關係 研究作了總體性回顧(《歷史時期黃土高原人類活動與環境關係研究的總體回顧》，《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馬雪芹、王建革、賈毅等 也對黃河流域的人地關係進行了探討(《我國黃土高原地區幾個主要區域歷史時期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變遷概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1期；《明清時期黃河流域農業開發和環境變遷述略》，《徐州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 《馬政與明代華北平原的人地關係》，《中國農史》1998年第1期；《白洋澱環境演變的人為因素分析》，《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2年第4期)。

關 于長江流域人地關係的研究也有很大進展。藍勇認為宋代以後尤其是明清以來長江上游地區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澇災害(《歷史上長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 害》，《光明日報》1998年9月25日)。劉沛林認為長江流域水災頻率的增強基本上是與歷史上地區開發的進程同步的(《歷史上人類活動對長江流域水災的 影響》，《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張潤元、張國雄、龔勝生分別就長江流域各重點林區及沿江湖區的人地關係進行了探討(《清代長江流域人口運動 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學術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時期兩湖開發與環境變遷初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區人口壓 力下的生態環境惡化及其對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1期)。
此類文章還有祝功武等《廣東水土流失歷史變遷》(《歷史自然地理研究》 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閩江上游山區的開發和生態環境》(《廈門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鄧輝《全新世氣候最宜期燕北地區人地關係研究》 (《環境變遷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關係的演變》(《地理學報》1997年第1期)，韓光輝《清代以來圍場地區人地關係演變過 程研究》(《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等。

(3)環境保護史及古人生態哲學研究。羅桂環等《中國環境保護史稿》(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一書是一部系統論述中國環境保護史的專著。鄒逸麟以先秦兩漢為例，探討了我國古代環境意識產生的歷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環境行為及後果 (《我國古代的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劉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態文明觀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態文明觀念》， 《社科縱橫》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漢環境保護初探》(《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討了秦漢時期存在的環境問題、自然環境的保護措施及污染防治。陳業新則對秦漢時的生態職官進行了考察(《秦漢生態職官考述》，《文獻》2000 年第4期)。劉華介紹了唐代環境的保護情況(《我國唐代環境保護情況述論》，《河北師大學報》1993年第2期)。張全明探討了宋代生物資源保護的特點和 宋人的生態意識(《論宋代的生物資源保護及其特點》，《求索》1999年第1期；《簡論宋人的生態意識與生物資源保護》，《華中師大學報》1999年第5 期)。王風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律條款(《論元代野生動物保護條款》，《內蒙古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楊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態觀念(《明代的生態觀念和生態農業》，《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第4期)。
(4) 從文化角度研究生態環境的初步嘗試。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狀態，文化則是體現人類思想和實踐的現象。兩者相互影響，而其中生態對文化起著決定作 用，這是王玉德、張全明提出的觀點。他們的《中華五千年生態文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於上述理論展開的。全書共十六章，分上 下兩編，從橫、縱兩個方面對五千年來中華生態文化進行了探討。上編七章分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個階段探討了中華五千年的 生態環境的變遷及其與政治、經濟、民俗、學術的相互作用；下編九章分別分析了古代氣候、土壤、生物資源、水文、礦產、災害等諸生態因素的變遷和文化的相互影響，並探尋了中國古代生態旅遊文化的特徵及古代人們的生態思想。余論部分則從生態文化的角度分析了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決策、土地、人口、水、大氣、森林、廢物處理、噪音、珍稀動物、交通等十大問題並提出了相應的建議。此書作為從文化角度探索我國長時段生態環境的初步嘗試，無疑為我們開闊了視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關於理論、方法及今後研究的方向

環 境史是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以人類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為物件的一門學科。包茂宏在介紹美國環境史學的發展史的基礎上提出了對環境史概念的新認 識。他認為：“環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環境科學和生態學基礎上的當代環境主義為指導，利用跨學科的方法，研究歷史上人類及其社會與環境之相互作用的關係；通過 反對環境決定論，反思人類中心主義文明觀來為瀕臨失衡的地球和人類文明尋找一條新路，即生態中心主義文明觀”。他把環境史分為三個階段：人與環境基本和諧 相處的環境與前現代文明期，人類中心主義的現代文明對環境的征服及走向生態中心主義的超越現代文明的新文明觀。提出了建立我國的環境史學派的大膽構想(《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

1999 年中國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單位聯合起草了《過去2000年中國環境變化綜合研究》預研究報告，把過去2000年氣候變化研究、過 去500年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蓋變化研究、過去2000年來人對環境變化的適應研究、陸地生態系統的歷史演變與生物地球化學迴圈和生物物理過程研究、過去 2000年氣候與環境變化的模擬研究五個專題列為重點，通過這些研究，學者們不再把著眼點放在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和破壞，而是探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適應 和利用，其研究範圍也擴大為探尋治土、農作物種類、耕種方式、聚落選址與環境的關係。

朱士光的《關於目前歷史地理學理論建設問題的思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一文為環境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大力推進貫通人類歷史時期全過程的有關環境變遷的綜合性研究，深入探討環境變遷規律；進一步抓好人地關係的研究；使研究工作與制定、實施可持續戰略相結合，將研究物件時間下限延至當今；將研究內容擴大到包括對當前環境變遷動態的評估及對今後環境變遷趨勢的預測；吸取有關學科理論原理，採用先進技術手段，促進學科理論的更新與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研究視野的拓展及理論、方法的完善，環境史研究必將會取得更新的進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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